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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道德判断模型——CNI 模型的出现使得其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该模型在已有研究结果中的应用

过程曲折，从刚出现时仅适用于群体研究扩展到现在可用于个体差异。针对 CNI 模型的理论在个体层面的使

用进行介绍与整理。同时介绍该模型的局限性，以便未来的研究者能进行针对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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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指人们根据个体已有价值观、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情感，对某一具体事件或行为的是非、善

恶、美丑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过程［1］。“两难困境”材料被用于道德判断“情”与“理”的研究中，在

最初的电车困境中，一辆失控的电车会撞死 5 个人，被试可以通过拉动一根控制杆，使电车改道至有 1

个人的轨道上，从而导致这个人死亡［2］。休谟与康德在道德困境的“情”与“理”之争中持相反意见。

休谟认为德判断是由情感驱动的，其观点偏向功利主义［3］。康德偏向道义主义，认为影响道德判断的

首要因素理性思考［4，5］。海德提出社会直觉模型，认为是道德直觉中的情感成分影响道德判断［6］。

Greene 提出双过程理论，认为在大脑中存在情感与认知两个相互独立与竞争的系统，道德直觉引发对造

成伤害这一想法的自发情感反应导致道义主义取向，功利主义是对成本和收益的认知分析［7］。

2  CNI 模型

传统的道德困境将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认为是对立的，然而，道德两难判断的差异究竟反映了功利

主义倾向强度的差异，还是道义主义倾向强度的差异，或者两者的结合，目前尚无定论［8］。R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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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a 和 Sebastian 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在概念上不同于一般的行动倾向，因为它只在行动增加幸福感时才

支持行动，但当不行动增加幸福感时，它会建议不行动。同样地，道义主义的原则在概念上与一般的行

为倾向不同，因为它将不行动视为规范行为时才支持不行动，但将行动认为是规范行为时，它会建议采

取行动［9］。传统道德困境的对立原则，使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的核心——结果（Outcome）和规范（Norm）

没有被严格操纵，如在“电车困境”中，选择改变轨道被解释为功利主义，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被

试考虑到了结果，二是被试偏向改变轨道但没有考虑结果。同样，道义主义部分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被

试考虑到了规范，二是被试没有改变轨道的偏好。这说明在传统范式中对反应的理论解释仍然是模糊的，

这种模糊性导致研究难以深入到道德判断困境背后的心理过程，无法得出稳健且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Gawronski 等人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六种困境材料［10］（表 1 材料样例），提出可对 4 种道德困境条件

进行比较：（1）道德规范禁止行动，行动可使利益最大化；（2）道德规范禁止做出行动，不行动可使

利益最大化；（3）道德规范允许做出行动，行动可使利益最大化；（4）道德规范倡导做出行动，不行

动可使利益最大化。同时建立了一个多项式模型 CNI，定量估计了道德困境判断的 3 个独立决定因素：（1）

对结果 C 系数的敏感性；（2）对道德规范 N 系数的敏感性；（3）对不考虑后果和规范的行动或不行动

I 系数的一般偏好。

用 3 种量化结果，在处理树中的 4 条路径捕获导致 4 种反应模式（图 1）。表 1 第 1 行的功利主义

反应模式指被试对 4 种道德困境的选择只受到道德结果的驱动，在处理树中，这种情况被路径 C 捕获；

图表第 2 行的道义主义反应模式指被试对 4 种道德困境的选择只受到道德规范的驱动，在处理树中，这

种情况被路径（1-C）×N 捕获；图表第 3 行指被试对四种道德困境的选择是不顾结果和规范而偏好不

采取行动，在处理树中，这种情况被路径（1-C）×（1-N）×I 捕获；图表第 4 行指被试对 4 种道德困

境的选择是不顾结果和规范而偏好采取行动，在处理树中，这种情况被路径（1-C）×（1-N）×（1-I）

捕获。图 1 左侧的 4 个处理路径，可以推导出数学方程，以捕获对这 4 种困境中的每一种类型的行动（不

行动）反应的统计可能性。

图 1  CNI 模型分支图示

Figure 1  CNI model branch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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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NI 道德困境材料样例

Table 1  Sample materials of CNI moral dilemma

道德规范禁止行动 道德规范允许行动
行动收益大于成本

你是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
生。一天，你的医院接收了
5 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病
人。这些病人都需要器官移
植，否则就会死亡。医院
没有多余的器官，但是有 1
名昏迷了几个星期的病人，
他似乎不太可能再醒过来。
你可以终止他的生命维持
系统，取走他的器官来救 5
名事故受伤者，以挽救他
们的生命。

行动收益大于成本
你是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
生。有一天，你的医院接收
了 5 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
病人。这些病人都需要器官
移植，否则他们的余生将面
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医院
没有多余的器官，但是有 1
名昏迷了几个星期的病人，
他似乎不太可能再醒过来。
你可以终止他的生命维持
系统，取走他的器官，这样
5 名事故受伤者就不会遭受
健康问题的困扰。

行动收益大于成本
你是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
生。有一天，你的医院接收
了 5 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
病人。这些病人都需要器官
移植，否则他们的余生将
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医院
没有多余的器官，但是有 1
名昏迷了几个星期的病人，
他似乎不太可能再醒过来。
你的一个同事计划终止这
名病人的生命支持系统，并
取走他的器官来帮助 5 名事
故受伤者，这样 5 名事故受
伤者就不会遭受健康问题
的困扰。你可以通知医院主
任来阻止你的同事。

行动收益大于成本
你是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
生。有一天，你的医院接收
了 5 名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
病人。这些病人都需要器官
移植，否则就会死亡。医院
没有多余的器官，但是有 1
名昏迷了几个星期的病人，
他似乎不太可能再醒过来。
你的一个同事计划终止这
名病人的生命支持系统，并
取走他的器官来帮助 5 名事
故受伤者，以挽救 5 名事故
受伤者的生命。你可以通知
医院主任来阻止你的同事。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
终止这名病人的生命支持
系统来取走他的器官？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
终止这名病人的生命支持
系统来取走他的器官？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阻
止你的同事终止这名病人
的生命支持系统来取走他
的器官？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
阻止你的同事终止这名病
人的生命支持系统来取走
他的器官？

数据处理可以有两个方式：一是用拟合优度统计量 G2 进行，G2 值不显著，证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度好；

显著，则表明其拟合度较差。二是对 C、N、I 这三个系数进行其相关的参数的设置比对其模型的拟合度。

3  CNI 模型在个体差异中的应用

通过考察性别 \ 认知负荷、框架效应、精神变态在道德判断中的影响，验证了 CNI 模型的可行性［10］，

Luke 和 Gawronski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精神变态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是由个人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影响

的［11］。同时研究者将 CNI 模型引入情绪、权力、外语与道德判断中［12-14］。以上的研究是群体层面的，

因 Gawronski 等人的道德材料过少，针对个体差异的研究较难开展［10］。

3.1  CNI 模型在个体层面的研究方法

为 了 解 决 个 体 差 异 问 题 在 CNI 模 型 上 未 能 应 用 的 情 况，Anita，Roland 和 Bertram 通 过 了 将

Gawronski 等人道德困境的材料从原有的 24 个（6 种类型，4 个平行版本）增加至 48 个。同时将新增

加的道德困境材料进行框架效应的检验，并与 Gawronski 等人框架效应的结果进行对比，复制了原有的

研究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所新开发的道德困境材料与 Gawronski 等人的相似。他们将所获得的道德

材料与已有材料进行结合用于研究个体差异，其中个体特征包括精神变态（Psychopathy）、共情关注

（Empathic Concern）、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牛津大学的功利主义量表（Oxford Utilitarianism 

Scale）：公正的善行（Impartial Beneficence）、工具的伤害（Instrumental Harm）、行为抑制（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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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行 为 激 活（Behavioral Activation）； 道 德 认 同 的 自 我 重 要 性（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内化（Internalization）、宗教信仰（Religiosity）。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过增加道德材料的方式

对个体差异进行研究是可行的［10，15］。

不过，通过增加道德材料的方式进行个体差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原本在 Gawronski 等人的

24 个道德材料就已经存在疲劳效应［10］，当增加到 48 个时，这个效应就更加明显。Kroneisen 和 Heck 等

人提出可以将贝叶斯分层方法引入 CNI 模型中，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16］。这个方法扩展了标准 MPT 的

模型，对每个参数建模是通过广义线性回归的方式实现的［17］。贝叶斯分层方法对 CNI 模型 C、N、I 的

概率参数进行了多项式处理树（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建模，包含以下参数：（a）描述样本参数

的潜在平均值的组级参数μ ，（b）随机截距δ ，以解释被试之间的差异，和（c）一个或多个回归斜率β ，

以估计 MPT 参数与外部协变量的关联［18］。该模型用 R 包 TreeBUGS 进行拟合［17］。贝叶斯分层 MPT 模

型符合连续预测，因此可使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The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Algorithm）［19］。

MCMC 抽取样本从后验参数的分布中进行的，而后验分布源自跟据贝叶斯原理进行更新的先验分布得到

的。每个参数的分布都用贝叶斯可信区间（BCI）来表征，该区间表示在 95% 置信范围内可以找到真实

参数的区间。如果包含 0，则表明对该参数的敏感性没有影响，相反在区间内不包括 0，表明对这个参

数的敏感性有影响。斜率β 参数的绝对值，可以表明低于某个条件下均值的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和高于

某个条件下均值一个的标准差的被试，对某个参数（C、N、I）的敏感性变化的程度。模型拟合使用后

验预测值 p 值进行评估，并通过 Klauer 提出的 T1 和 T2 统计量对观察到的单个频率的平均值和协方差结

构进行检验［20］。

Kroneisen 和 Heck 使用结合贝叶斯分层方法的 CNI 模型考察了基本人格与道德判断中的关系，而基

本人格包括：诚实—谦虚（Honesty-Humility）、情绪性（Emotionality）、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

诚实—谦虚包含真诚、谦虚和公平等维度。研究者将材料数量减半进行研究，结果也非常类似［16］。

3.2  CNI 模型在个体层面研究的有效性

Gawronski 等人从群体层面研究精神变态在道德困境判断中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精神变态者与低精

神变态者相比，对后果的敏感性、规范的敏感性较弱和不作为的总体偏好较弱［10］。在个人判断与社会

判断不同条件下，控制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对精神变态的研究结果也如此［11］。这些研究结果与使用传统

研究方法的结果一致［21，22］，也就是说 CNI 模型中关于精神变态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稳定。如果在精神变

态与道德困境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延伸道德材料与使用贝叶斯分层方法所得的结果一致，那么也可以说明

这些个体差异的研究方法稳定可靠。

在延伸道德材料的研究中，高精神变态者更倾向于功利主义的选择，其结果与 Gawronski 等人研究

结果一致，即精神变态与结果敏感性 C 系数成较弱相关、而与规范参数和不作为偏好成负相关［10，15］。

在使用贝叶斯分层方法的研究中，通过间接的高诚实—谦虚特征而非直接使用精神变态特征进行研究检

验。研究者认为高诚实—谦虚的人格特征与亲社会行为相关，而高精神变态与之负相关，同时高精神变

态者与低的道德规范敏感性相关。从而提出的假设是诚实—谦虚越高，道德规范敏感系数 N 越大。结合

Gawronski 等人的研究中精神变态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10］， 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

个假设，即诚实—谦虚与道德结果敏感系数 C 无关。诚实—谦虚的研究结果与假设一样，高诚实—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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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道德规范敏感性相关，而与结果敏感性无关。虽然这个研究结果与其他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依然可以表明精神变态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相对稳定。进一步表明使用道德延伸材料和贝叶斯分层方

法研究个体差异是可靠的。Kroneisen 和 Steghaus 在其研究 2 通过直接使用 CNI 模型处理数据时，没有发

现群体存在差异，而使用贝叶斯分层方法从数据的角度去处理个体差异问题，发现数据在个体上存在差

异，即较长的时间与较高的道德规范敏感性相关，这侧面表明个体差异层面因素在道德困境的研究中呈

现出较好的灵敏性［23］。

这些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延伸道德材料和使用贝叶斯分层方法进行个体差异的研究合理可行。也就是

说 CNI 模型处理数据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可通过延伸道德材料研究；二是，可使用贝叶斯分层

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当考虑到所研究的从群体的层面进行，可以直接使用 Gawronski 等人 CNI 模型的

现有程序［10］；如果从个体层面进行，那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从扩大材料的角度可以参照 Anita，

Roland 和 Bertram 的程序［15］，而如果从数据的角度则可以参照 Kroneisen 和 Heck 等人的程序［16］。

4  总结与展望 

研究者在群体层面的研究中考察性别、认知负荷、框架效应、精神疾病、情绪、权力、外语在道德

判断中的影响，验证了 CNI 模型的可行性［10，12-14］。

个体层面的研究通过延伸道德材料和使用贝叶斯分层方法进行［15，16，23］。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

研究都证明这个模型的有效性。但在使用 CNI 模型的过程中依然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即在 Anita，

Roland，& Bertram 和 Gawronski 等人的研究中，虽然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与研究者预期相同，但依旧存在

部分结果不一致［10，15］。尽管如此，CNI 模型的有效性依旧无可置喙。

CNI 模型可以对道德困境的判断做细致解释，比如传统的困境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精神变态的个体比

低精神变态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的选择，这一发现是反直觉的，即精神变态者比非精神变态者

更关心最大化幸福，这显然不合理。而 Gawronski 等人对于高精神变态比低精神变态更倾向于功利主义

的现象做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即高精神变态的个体和低精神变态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由个体对道

德规范较弱的敏感性不同所导致的。同时与低精神病水平的个体相比，高精神病水平的个体表现出对后

果和对不作为的较弱的一般偏好。从而较好地解决已有研究存在的矛盾，因此这个模型可较好地揭示一

些比较细致的影响因素［10］。

关于 CNI 模型的使用，其实都是将已有存在具有不同道德困境结果的研究，重新用 CNI 模型进行研

究，进一步理解其在（1）结果敏感性；（2）规范敏感性；（3）对不顾结果和规范的一般行动或不行

动的偏好的影响。用这 3 个因素可以将相关的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即高的结果敏感性、低的道德规

范敏感与偏好不作为可以共同作用，可被用于解释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Biaek，Paruzel-Czachura 和 Gawronski 认为研究的结果局限于结果敏感性、规范敏感性和对行动或不

行动一般偏好的反应这 3 个因素，而捕捉不到影响道德困境判断的其他因素［14］。在一些研究当中，研

究者通过理论的推理假设，但最终却没有能够得到其假设性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模型理论现存的因素不

足以去囊括道德判断中的所有影响因［13］，还有 CNI 模型的研究结论都依赖于其 3 个参数的构造有效性。

尽管 Gawronski 等人提供的证据支持他们对 CNI 模型参数的解释［10］，但任何与该模型相关的发现都必

须参照该证据进行评估，存在一定研究逻辑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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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这一模型的使用已初见规模，但是更多局限于文化差异的视角。如 Li 等人直接提出将已

有关于精神变态的研究在国内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最后的研究结果存在细微的差异，也归结于文化背景

的不同［24］。对于模型的推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优化模型的作用。然而 Sorokowski

等人认为在 CNI 中，道德规范是绝对的、逻辑推导的、不受文化影响的［25］。因此，未来国内的研究，

应当考虑围绕深入挖掘 CNI 内涵、从方法和理论建构等层面继续优化模型、拓展模型运用范围等问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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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nd Global: New Adva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NI 
Model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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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moral judgment model—CNI model makes the related research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is model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s tortuous, 
which extends from being only applicable to group research at the beginning to being applicable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now.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sorts out the application of CNI model theory in 
individu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model are introduced, so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an make targeted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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